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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全球价值链助力企业绿色发展：
投入结构转型效应的解释  

裴建锁，　方勇彪，　姜佳彤

［摘要］　厘清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 GVC）的环境影响及其机制

是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微观基础。本文提出嵌入 GVC、能源消耗和企业环境绩效的统一

分析框架，并基于微观企业数据开展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嵌入 GVC 程度上升可以有效

降低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机制分析表明，嵌入 GVC 主要通过投入结构转型效应促进企

业使用进口中间品替代能源消耗，降低企业的能源投入强度，进而提升环境绩效。进一步

引入国内环境规制差异的分析发现，中国企业嵌入 GVC 的投入结构转型效应是基于劳动

力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的结果，而非为了规避国内环境规制主动进行的污染外包。动

态机制的检验结果显示，嵌入 GVC 主要通过存续企业“内部减排”和“市场份额再分配”的

集约边际，以及“清洁企业进入”的扩展边际降低行业排放强度。在企业退出机制较完善

的地区，还可通过“污染企业退出”的扩展边际发挥作用。本文对于新发展阶段下以高水

平对外开放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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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

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在新发展阶段，坚持新发展理念，统筹经济发展

与环境保护，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国际贸易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因素之一，同

时，贸易对环境的影响是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议题。进入 21 世纪，以生产碎片化和贸易一体化为

主要特征的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贸易逐步占据主导地位，中间品贸易额长期占据

世界总贸易额的 50% 左右。①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以来，中国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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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比较优势，积极参与 GVC 分工，目前已成为 GVC 生产模式当中最重要的国家之一。

GVC 不仅是全球资源和利益的分配链，也是全球污染的排放与转移链。虽然参与国际分工增

加了中国的污染排放总量（Cole and Zhang，2019），但从污染排放强度看，大量研究发现嵌入 GVC 对

中国的环境质量有正向影响（白俊红和余雪微，2022；Hua et al.， 2022）。在国际分工体系不断演进

和中国国内环境约束持续加强的背景下，准确识别嵌入 GVC 对污染排放的影响及其微观机制，对

于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关于 GVC 环境效应的

研究大多从技术升级的角度展开分析，忽略了污染排放与能源消耗的直接联系，以及国际分工导致

的要素投入结构的变化对污染排放强度的影响。

在生产过程中，中国制造业绝大部分 SO2 排放来源于化石能源燃烧。①因此，能源消耗的下降

可能是嵌入 GVC 促进中国污染排放强度下降的直接原因。GVC 分工下产品生产被分解为多个环

节，并按照比较优势在世界各个国家中实施生产。中国在参与 GVC 分工的过程中，主要发挥自身

在劳动力方面的比较优势，承接国外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的转移。而能源密集型等不匹配中国比

较优势的生产环节则由其他国家生产，随后以进口中间品的形式参与下游的生产制造过程。所以，

嵌入 GVC 可以通过促进中国企业使用进口中间品替代能源消耗、开展更专业化的劳动密集型生产

（Feenstra and Hanson， 1999；佟家栋和刘程，2017）来降低企业的能源投入强度，进而提升企业环境

绩效。②不同的影响机制会带来不同的政策启示。③为此，本文引入企业的能源消耗，对嵌入 GVC
的环境影响及其微观机制做更加深入的讨论。

本文主要拓展了贸易对企业环境绩效影响的相关研究。这类文献较多关注出口、进口和贸易

自由化与企业环境绩效之间的关系（Cherniwchan， 2017；Forslid et al.， 2018；Pei et al.， 2021；邵朝

对， 2021），但是对嵌入 GVC 这种“任务化”的特殊贸易方式的讨论还不够充分。现有关于 GVC 环

境效应的研究大多数集中在行业和省份层面，通常认为“技术溢出”和“倒逼减排”带来的生产率提

升和减排技术升级是嵌入 GVC 促进减排的主要渠道（王玉燕等，2015；孙华平和杜秀梅，2020；蔡礼

辉等，2020；白俊红和余雪微，2022）。少数学者在微观层面做了研究。例如，苏丹妮（2020）发现，企

业嵌入 GVC 上游环节可以促进绿色技术进步进而实现减排，而嵌入 GVC 下游环节则存在相反的影

响。Wu et al.（2024）认为，企业嵌入 GVC 主要通过与跨国公司的经济联系获取技术溢出，提升自身

生产率，进而改善环境绩效。现有文献对生产率的分析，仅关注到“技术溢出”和“干中学”等渠道对

企业基础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忽略了生产冲击沿价值链的传导对企业产能利用情况的影响。④同

时，对技术的过度关注，使得已有文献忽略了嵌入 GVC 影响企业环境绩效的另一个更直接的机制，

①　嵌入 GVC、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之间的直接联系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附件。

②　本文定义能源投入强度为能源消耗量与总投入之比。

③　若主要机制为分工带来的效率提升，嵌入 GVC 的环境效应可能是稳定的，政策制定者只需要着力推动企业

嵌入 GVC 就可以助力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但若主要机制为结构上的变动（污染外包等），嵌入 GVC 的

环境效应可能取决于经济体的发展阶段，同时对不同经济体造成异质性影响，需要政策制定者不断调整相

关策略，并且兼顾局部与全球影响。

④　本文定义“（观测的）生产率=基础生产率+生产冲击”，其中，基础生产率代表企业综合自身内部因素和外部

环境因素形成的生产率，是企业能够观察到、通过自身的努力可以改善的基础生产率，包括生产工艺和管

理经验等。生产冲击代表偏离了企业预期、突然发生的生产率冲击，如由于突然的供应链断裂导致的停工

停产等。现有文献虽未明确提出基础生产率这一概念，但其理论分析所强调的“技术溢出”“干中学”等渠

道只能对基础生产率产生影响。关于“技术效应”的进一步说明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
ciejournal.ajcass.org）附件。感谢匿名评审专家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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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改变企业的投入结构，降低企业的能源投入强度。

部分研究认识到嵌入 GVC、能源消耗与污染排放之间的联系（王玉燕等，2015；白俊红和余雪

微，2022），认为嵌入 GVC 可以通过降低能源强度来减少行业的污染排放。但遗憾的是，其仅将嵌

入 GVC 降低行业能源强度的方式归因于技术溢出带来的生产技术进步，其本质仍是强调 GVC 环境

效应中技术因素的作用。同时，Hua et al.（2022）认为，嵌入 GVC 可以促进企业利用更清洁的投入替

代煤炭消耗，降低企业的煤炭强度。虽然该文没有将煤炭强度的变化简单归因于技术的作用，但煤

炭强度下降并不能直接反映企业的投入结构变化，也无法刻画嵌入 GVC 影响企业投入结构的具体

机理。另外，现有关于 GVC 环境效应的研究大多仅关注了嵌入 GVC 对污染排放的静态影响机制，

而忽略了企业的进入、退出以及企业间市场份额再分配的影响。事实上，企业的动态变化同样是影

响污染排放的重要因素（Cherniwchan et al.， 2017； Holladay and LaPlue， 2021；蒋为等，2022），也可

能是嵌入 GVC 影响污染排放的重要渠道。

针对上述情况，本文基于污染排放与能源消耗之间的直接联系，构建了嵌入 GVC、能源消耗和

企业环境绩效的统一分析框架，从 GVC 分工和比较优势视角系统梳理并论证了嵌入 GVC 对企业环

境绩效的影响及其微观机制；特别是，补充了嵌入 GVC 技术效应中的风险传导渠道，并在技术效应

之外引入能源投入强度这一新渠道，准确识别了企业嵌入 GVC 的投入结构转型效应；同时，进一步

检验了 GVC 环境效应的动态机制。综合而言，本文为探究嵌入 GVC 与企业环境绩效之间的关系提

供了新的理论解释和微观证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本文将嵌入 GVC 和能源消耗引入 Forslid et al.（2018）的企业污染排放模型，并基于参与国际分

工的技术效应、能源结构转型效应和投入结构转型效应，从理论上分析了嵌入 GVC 对企业污染排

放强度的影响。

1.消费者

假设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 CES 形式 U = é
ë
êêêê ù

û
úúúú∫

v∈Ω
   q ( v ) σ-1

σ dv

σ
σ-1

，其中，q ( v ) 为消费者对商品 v

的消费量。Ω 代表市场中商品的集合。σ ( σ > 1) 为不同商品之间的替代弹性。消费者对商品 v 的

总需求为：

q ( )v = p-σ
v

P 1-σ I （1）

其中，I表示消费者的总支出。pv 为商品 v的价格。定义 P = é
ë
êêêê ù

û
úúúú∫ v∈Ω  p ( v ) 1-σ dv  

1
1-σ

为市场中商品的

价格指数。

2.嵌入 GVC与生产率

在生产方面，本文假设企业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投入劳动力（l）、资本（k）、能源（e）和中间

品（m）进行生产。其中，劳动力和资本为国内要素，不能进行跨国流动；能源和中间品可以在国家

间进行贸易。代表性企业的生产函数为：①

q = φ × lηl kηk eηe mηm × Ξ （2）
①　本文省略了企业的下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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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ηl、ηk、ηe、ηm 分别为劳动力、资本、能源和中间品占企业可变投入的份额。同时 ηl、ηk和ηe

还衡量了企业的劳动力、资本和能源投入的密集程度，并且满足 ηl + ηk + ηe + ηm = 1。φ 为企业的

生产率。最后一项 Ξ ≡ η-ηl
l η-ηk

k η-ηe
e η-ηm

m 。

本文在企业的生产函数中并未加入随机扰动项，由此，生产率 φ = ω + ϑ 本质上衡量的是企业

“实现的生产能力”，其中，包含企业的“基础生产率”（ω）和“生产冲击”（ϑ）两个部分，即企业嵌入

GVC 可以通过改变企业的基础生产率、带来新的生产冲击来影响企业的生产率。具体而言，一方

面，企业嵌入 GVC 可以通过 FDI、进口高质量中间品等方式（田巍和余淼杰，2014），获取更多接触先

进技术和经验的机会，接受知识外溢，甚至争取到技术的转移，进而提高企业的基础生产率；另一方

面，从生产冲击角度，嵌入 GVC 使得企业对进口中间品的依赖程度提升，扩大企业生产中的风险敞

口（Baldwin and Freeman， 2022），不可预测的外部冲击使得企业停工停产的几率加大。因此，有：

∂φ ( gvc )
∂gvc

=
   

∂ω ( gvc )
∂gvc

技术溢出( )+

+
   

∂ϑ ( gvc )
∂gvc

风险传导 (-)

（3）

3.嵌入 GVC与能源结构

假设企业的能源消耗为清洁能源 ec 和非清洁能源 ed 的组合 e =
é

ë
êêêê

ù

û
úúúúec

σe-1
σe + ed

σe-1
σe

σe

σe-1
，其中，σe > 1。

并且每单位的非清洁能源消耗会产生 ϵ* 的污染气体，由于存在国内的环境规制和国际市场中的绿

色约束，企业需要为每单位的污染排放支付 t的排污成本。为了降低排污成本，企业可以选择进行

减排投资。借鉴 Forslid et al.（2018）的做法，假设企业进行减排投资 fA 后，单位能源消耗造成的污染

气体排放为 ϵ = ϵ* fA
-ρ。为简化分析，假设清洁能源、非清洁能源的价格相等并且均为 1，企业面临

的综合能源价格为 P  
e = [ ]1 + ( )tϵ 1-σe

1
1-σe

。求解企业能源投入的成本最小化问题，得到企业的非清

洁能源占总能源投入的比例：

γd = 1
1 + ( )tϵ σe （4）

其中，tϵ 为消耗单位非清洁能源的综合成本，取决于单位排污成本 t 和单位能源消耗实际导致

的污染排放 ϵ。同时，由于中国企业主要借助劳动力而非能源投入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且在

研究区间内中国的国内环境规制强度低于下游发达国家，下游买家可能会对企业的生产过程提出

一定的绿色约束（Pei et al.， 2021；白俊红和余雪微，2022），进而提升企业所面临的单位排污成本，

即
∂t ( gvc )

∂gvc
> 0。由此，可以得到，在不考虑 fA 变化的间接影响的情况下，嵌入 GVC 可以促进企业能

源结构更加清洁，即：

∂γ ( gvc|fA )
∂gvc

=
         

∂γ ( gvc )
∂t

∂t ( gvc )
∂gvc

倒逼机制 (-)

< 0 （5）

4.嵌入 GVC与能源投入强度

定义企业单位投入成本为 c = wηl rηk P  
e

ηe P  
m

ηm，其中，w、r 和 P  
m 分别为工资、利率和中间品价格。

根据 C—D 生产函数的性质可以得到企业单位投入中包含的能源量，即企业的能源投入强度：

μ = ηe wηl rηk P  
m

ηm

( Pe )1-η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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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嵌入 GVC 可以影响中国企业的能源投入强度。首先，GVC 分工的主要特点是跨国

企业将产品生产分解为多个环节，并按照比较优势在世界各国生产。加入 WTO 以后，中国企业

主要凭借自身在劳动力方面的比较优势，承接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的产业转移（苏杭等，2017；
Chen et al.，2022）。而能源密集型等不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生产环节则继续在其他国家生产，随后

以进口中间品的形式参与到中国的生产制造过程中。随着中国企业嵌入 GVC 程度不断提高，企业

将借助于进口中间品替代能源等与中国比较优势不匹配的要素，不断向劳动密集型生产转型（即

ηe、ηk 下降， ηm 和 ηl/(1 - ηm ) 上升），进而降低企业的能源投入强度，客观上促进企业减排（Feenstra 
and Hanson， 1999；鞠建东等，2004；苏杭等，2017；佟家栋和刘程，2017）。①其次，根据上文的分析，

嵌入 GVC 可以通过提高企业的单位排污成本，提高综合能源价格，进而降低企业的能源投入强度。

由于在本文中能源综合成本以外的要素价格不变，给定 w = r = P  
m=1，可以得到，在不考虑 fA 变化的

间接影响的情况下，嵌入 GVC 程度上升能够降低企业的能源投入强度：

∂μ（gvc|fA）∂gvc
=

            

∂μ（gvc）
∂ηe

∂ηe（gvc）
∂gvc

生产转型 (-)

+
            

∂μ（gvc）
∂t

∂t（gvc）
∂gvc

倒逼机制 (-)

< 0 （7）

特别地，无论是嵌入 GVC 的生产转型作用，还是绿色倒逼机制，都与中国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密

切相关。具体而言，若国际产业转移到中国是由于中国宽松的环境规制，那么中国企业将向能源密

集型生产转型，同时价值链分工的主导企业对中国企业提出绿色约束的动机会大大降低。

5.嵌入 GVC与减排技术

求解企业的利润最大化问题可以得到，企业的最优减排投资决策为：

fA =
é

ë

ê

ê
êê
ê

ê ù

û

ú

ú
úú
ú

úB 3 ηe

1
β1 φ

σ-1
β1 - 1

B 2 t1-σe

1
β2

（8）

其中，β1 > 0、 β2 > 0 均为常数，B 2、B 3 为不随嵌入 GVC 变化的变量组合。②由（8）式可知，企业

的减排投资取决于生产率、综合排污成本以及企业的能源投入密集度。结合上文的讨论可以得到，

在不考虑 φ 变化的间接影响的情况下，嵌入 GVC 可以通过降低企业的能源密集程度和提高单位排

污成本来影响企业的减排投资，即：

∂fA（gvc|φ）
∂gvc

=
           

∂fA（gvc）
∂t

∂t（gvc）
∂gvc

倒逼机制 ( )+ 

+
           

∂fA（gvc）
∂ηe

∂ηe（gvc）
∂gvc

渠道竞争 ( )- 

（9）

单位排污成本上升令企业减排的边际收益高于边际成本，会激励企业增加减排投资。但当生

产中的能源要素密集度下降时，企业面临的整体污染排放成本也会下降，导致企业进行减排投资的

积极性下降，本文定义这一影响为“渠道竞争”。

6.嵌入 GVC与污染排放强度

根据谢泼德引理，可以得到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

z = ϵ* × φ-1 × fA
-ρ × γd × μ （10）

①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强调的嵌入 GVC 所引致的企业劳动密集型生产转型，与 21 世纪以来中国经历的资本

密集型产业扩张并不矛盾。详细说明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附件。感谢匿

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建议。

②　具体推导与后续讨论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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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10）式可知，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由生产率、减排技术、能源结构与能源投入强度共同决定。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的生产率越高、减排投资越多、能源结构越清洁、能源投入强度越

低，则污染排放强度也越低。结合（3）式、（5）式、（7）式和（9）式，z对 gvc求偏导，可得：

∂z
∂gvc

=
                     
       

∂z
∂φ

∂φ（gvc）
∂gvc

生产率 ( )+/-

+
          

∂z
∂fA

∂fA（gvc|φ）
∂gvc

+
减排技术 ( )+/-

技术效应

         

∂z
∂γd

∂γd（gvc|fA）∂gvc
能源转型效应 ( )- 

+
         

∂z
∂μ

∂μ（gvc|fA）∂gvc
投入结构转型效应 ( )-   

+ IE （11）

其中，前四项为嵌入 GVC 分别通过技术溢出、绿色约束等方式对企业生产率等指标的直接影

响。最后一项 IE 代表嵌入 GVC 影响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间接效应，具体包括：嵌入 GVC 通过直接

改变生产率对减排技术、能源结构和能源投入强度的影响，以及嵌入 GVC 通过直接改变企业减排

技术对能源结构和能源投入强度的影响。后续分析中并未发现嵌入 GVC 对企业生产率和减排技

术的稳健直接影响，表明间接效应的作用较小。本文仅对嵌入 GVC 影响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直接

机制进行识别（见图 1）。据此，本文提出：①

假说 1：嵌入 GVC 可以通过技术效应、能源转型效应和投入结构转型效应三种机制影响企业环

境绩效。因此，嵌入 GVC 对企业污染排放强度影响的方向和程度取决于三种机制的综合效应。

图 1　理论与机制

三、计量模型与数据

1.计量模型设定

为了检验嵌入 GVC 程度提高对企业排放强度的影响，本文的基准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lnSInt = β0 + β1 gvcpant + δXnt + λt + μn + εnt （12）
其中，下标 n 和 t 分别代表企业、年份，λt 为时间固定效应，μn 为企业固定效应，εnt 为随机扰动

项。SI 为企业的 SO2 排放强度，gvcpa 为企业的嵌入 GVC 程度，Xnt 为影响企业环境绩效的其他控制

变量。

为了对三个机制进行检验，本文替换（12）式中的被解释变量，进一步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M nt = β m
0 + β m

1 gvcpant + δm X m
nt + λt + μn + εnt （13）

其中，M nt 包括减排技术（lnETSnt）、能源结构（ESnt）、能源投入强度（lnEInt）和生产率（lnRPnt）。X m

①　除了理论刻画的企业内部变化，企业间市场份额再分配和企业进入退出动态也是嵌入 GVC 影响污染排放

变动的重要途径。本文在第五部分拓展了对嵌入 GVC 环境效应的动态机制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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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机制检验的控制变量集合。为了准确识别嵌入 GVC对各机制变量的直接影响，当 M nt = lnETSnt 时，

在 Xnt 基础上进一步控制企业生产率，在 M nt = { }ESnt，lnEInt 时进一步控制企业的减排技术。

2.变量选取

（1）污染排放强度与主要机制变量的测度。本文基准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包括：SO2 排放强度

（lnSI）、减排技术（lnETS）、能源结构（ES）、能源投入强度（lnEI）和生产率（lnRP）5 个变量，取对数前

的具体测算方法如下所示：

   

Emission
Output
排放强度

=
       

Emission
Dirty Energy

减排技术

×
       

Dirty Energy
Energy
能源结构

×
 

Energy
Input

能源投入强度

×
 

Input
Output

生产率的倒数

（14）

除能源结构（ES）以外，其余变量均在（14）式计算方法的基础上加 1 取对数得到。其中，

Emission 为企业的 SO2 总排放量；Output 为企业的总产出；Dirty Energy 为以标准煤衡量的企业非清

洁能源消耗量，主要包括煤炭、柴油和重油；Energy 为以标准煤表示的企业能源总消耗量，以非清洁

能源加清洁燃气消耗量之和表示；Input 表示企业的总投入，具体计算方法为“总投入=总工业中间

品投入+应付工资总额+本年资本折旧”。

（2）企业嵌入 GVC 程度（gvcpa）的测度。本文以企业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率（FVAR）这一被广

泛运用的指标来衡量企业嵌入 GVC 的程度（盛斌和郝碧榕，2021；王孝松，2022）。并参考吕越等

（2015）的方法，基于（15）式对企业嵌入 GVC 的程度进行测算。具体计算中，本文考虑了加工贸易

和一般贸易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差异（Kee and Tang， 2016），并借鉴 Ahn et al.（2011）做法识别贸易代

理商，对企业通过贸易代理商的间接进口做了处理。同时，还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对国内中间品中

的国外成分予以剔除。

gvcpa =
M p

A + M g
Am

X g

D + X g + ϑ  
f( )M T - M p

A - M g
Am

X
（15）

其中，M 代表进口、X 代表出口、D 代表国内需求。①上标 p 和 g 分别表示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两

种方式，下标 m 表示联合国广义经济分类（Broad Economic Categories ， BEC）下的中间品贸易，不包

含消费品与资本品。根据公式 M A = M/ (1 - share ) 计算出企业的实际进口额 M p
A 和 M g

Am，其中，share

为通过贸易代理商的进口比例，通过假定企业通过中间商进口的份额与中间商的总进口份额相等

计算得到。M T 表示企业的中间投入额，并在此基础上加入企业使用的国内投入品中所包含的比例

为 ϑ  
f 的国外附加值。

（3）控制变量的选取与测度。为缓解遗漏变量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企业和行

业控制变量，提高模型估计的准确性。其中，企业层面变量包括：①企业年龄（age），具体计算方法

为“企业年龄=所处年份-开业年份+1”并取对数。②企业融资约束（fc），直接采用 Hadlock and 
Pierce（2010）构造的 SA 公式进行测量。为了避免负数造成的不便，取其绝对值来表示企业融资约

束。③企业利润（pro），使用利润与总销售之比来表示。④政府支持（sub），采用企业的补贴收入与

总销售之比来测算。⑤人均资本（kl），以人均资本加 1 取对数来表示。⑥资产负债率（lev），采用总

负债/总资产加 1 取对数来测算。行业层面变量包括：行业竞争度（HHI），采用赫芬达尔指数来表

示，即产业内每个企业的市场份额的平方和，指数越小则竞争越激烈；贸易水平（TL），采用行业出口

量占行业总生产量的比例来计算。

①　计算说明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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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主要来自三类微观数据库：一是企业污染排放数据，主要来自 2000—2013 年中

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数据库涵盖了污染排放量占各地区排放总量 85% 以上的工业企业，

每个企业包括名称、法人代码等基本信息和二氧化硫、工业废水等各项污染排放指标，以及煤炭、

天然气等能源消耗指标，在使用过程中剔除了明显不符合现实情况的样本，如能源消耗、污染产生

量小于 0。二是企业生产数据，主要来自 2000—2013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针对该数据库存在

的问题，本文参照 Brandt et al.（2012）、余淼杰和李晋（2015）的方法做了处理：①剔除关键生产指标

缺失的观测值；②剔除从业人员小于 8、总产出和总中间投入小于等于 0 的样本；③剔除明显不符

合公认会计准则的观测值；④将名义变量统一为 1998 年价格；⑤某些年份缺失的生产指标，使用

相关指标进行替代或者计算①；⑥将行业分类代码统一为国民经济行业分类（CIC）2002 版；⑦仅保

留制造业样本；⑧剔除 1949 年以前成立的企业样本。三是企业进出口数据，主要来自 2000—2013
年中国海关数据库。贸易数据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的人民币有效汇率转换为人民币币值，并

利用价格指数进行平减。为实现本文的研究目的，需要对三个数据库进行合并。首先，通过法人

代码、企业名称等信息对污染数据库和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合并。然后，根据企业名称以及邮政

编码和电话号码的后七位等信息对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进行合并。行业数据主要来自

WIOD2016 数据库、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需要说明的是，基于以下考虑，本文选取 2000—2007 年为主要研究区间：①这一时期是中国加

入 WTO 后对外贸易飞速发展、GVC 嵌入程度不断提升的阶段，符合本文的研究需求。②本文的核心

观点和政策启示为，嵌入 GVC 的环境效应取决于中国比较优势的要素及其演进，并不依赖于数据的

时效性，只需要得出符合研究区间内比较优势及其变化趋势的结论即可②。③现有利用工业企业数

据库来研究嵌入 GVC 对中国企业环境绩效、技术升级影响的相关文献，多数是基于 2000—2007年的

样本开展（邵朝对和苏丹妮，2017；吕越等，2017；苏丹妮，2020；Hua et al.，2022），选取相同的研究区

间有利于本文分析结果与相关文献作对比。④2000—2007 年的工业企业数据库质量较好并且统计

口径一致，可以满足本文利用多种不同的方法来测算被解释变量和 4个机制变量的研究需求。

四、实证结果分析

1.嵌入 GVC对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影响

表 1 报告了（12）式的基准回归结果。其中，第（1）—（3）列为所有样本的估计结果，依次加入控

制变量和企业、时间固定效应，gvcpa 的估计系数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嵌入 GVC 程度上

升对企业 SO2 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另外，考虑到本文所关注的核心机制包括能源结构

和能源投入强度两个与能源消耗直接相关的渠道，而煤炭作为重要的能源投入和污染排放来源，在

中国企业的能源消耗中占据非常大的比重，本文仅以有煤炭消耗的企业样本进行估计，结果报告在

①　例如，工业增加值缺少 2004 年数据，依据会计准则估算：工业增加值=工业总产值–中间品投入+增值税。

2011—2013 年并未包含中间品投入，利用如下公式计算：中间品投入=产出值×销售成本/销售收入-工资支

付-折旧值。

②　例如，2000—2013 年中国在劳动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但是在不断减弱。对应于此，本文发现 2000—2007
年中国企业嵌入 GVC 主要通过“投入结构转型效应”促进企业减排。但将样本扩充到 2000—2013 年后，虽

然基本结果仍然存在，但是影响的大小和显著性均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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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的第（4）—（6）列。gvcpa 的估计系数同样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并且相较于全样本的估

计系数绝对值有所增加。

表 1 嵌入 GVC对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

lnSI

gvcpa

控制变量

年份

企业

样本量

R2

所有样本

（1）
-0.1489***

（-6.3551）

57083
0.0007

（2）
-0.0643***

（-2.7036）
是

57083
0.0647

（3）
-0.1856***

（-5.6189）
是

是

是

47332
0.8463

有煤炭消耗的样本

（4）
-0.3299***

（-12.5562）

30268
0.0052

（5）
-0.1673***

（-6.3026）
是

30268
0.0663

（6）
-0.2047***

（-5.0940）
是

是

是

24455
0.8201

注：括号中为聚类到企业层面的标准误所计算的 t值，*、**、***分别代表在 10%、5%、1% 水平上显著。以下各

表同。

2.对技术效应、能源结构转型和投入结构转型效应的检验

接下来，按照（13）式对相关机制进行检验。表 2 报告了对 3 个机制的估计结果，表明嵌入 GVC
主要通过投入结构转型效应和能源结构转型效应两个机制促进企业减排。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

本文发现，由于“渠道竞争”和“风险传导”的影响，嵌入 GVC 通过技术效应提升企业环境绩效的作

用并不明显。

具体地，第（1）、（2）列共同组成了嵌入 GVC 的技术效应。其中，第（1）列为减排技术渠道的估

计结果，gvcpa 的估计系数不显著，表示嵌入 GVC 程度上升并不能通过促进企业减排技术升级来降

低企业的排放强度，这与现有文献的结论一致（苏丹妮，2020）。①本文认为，不显著的原因主要是

嵌入 GVC 在通过“倒逼机制”促进企业减排的同时，还会通过“渠道竞争”降低企业的整体排污成

本，进而抑制企业进行减排投资的积极性。②第（2）列为对生产率渠道的检验结果，gvcpa 的估计系

数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示随着嵌入 GVC 的程度不断上升，企业的生产率提升会受到抑制，

进而提高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这一结果与现有文献存在较大差异，较多研究发现嵌入 GVC 程度

上升有利于企业、行业和城市的生产率提升（吕越等，2017；邵朝对和苏丹妮，2017；余泳泽等，

2019）。本文认为，结论不一致主要是由于现有文献多以生产函数估计得到的基础全要素生产率 ω

作为企业生产率的代理变量，③而本文以企业投入产出比衡量的生产率是企业“实现的生产能力”，

包含“基础生产率 ω”和“生产冲击 ϑ”两个部分。嵌入 GVC 在通过技术溢出提升企业基础生产率的

同时，也会提高企业面临的生产风险，从而增加了企业停工停产的概率。二者相互抵消，导致嵌入

①　需要说明的是，现有文献对企业减排技术的衡量主要包括“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等减排结果”（苏丹妮，2020）
和“企业是否减排投资等减排行为”（刘啟仁和陈恬，2020）两种方式。由于企业进行减排投资可能仅是由

于企业生产规模增加，原有的减排设备不足以将排放强度维持在原本水平进行的投资，所以减排投资行为

不一定能降低企业排放强度。因此，本文选择第一种方式，以单位能源消耗所产生的 SO2 作为企业减排技

术的代理变量。

②　对渠道竞争的讨论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附件。

③　由于无法确切了解其中的具体算法，只能通过回归结果倒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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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VC 提升企业生产率的效果不显著。①

第（3）列为对能源结构转型效应的检验结果，gvcpa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表示嵌入 GVC 程度上

升可以推动企业的能源结构向更加清洁的方向转变，进而降低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这一结论与现

有研究相呼应（白俊红和余雪微，2022）。同时，间接说明了嵌入 GVC 可以通过增强外部绿色约束

来提高企业的边际排污成本，即企业嵌入 GVC 的倒逼机制存在。

第（4）列报告了对投入结构转型效应的检验结果。gvcpa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嵌入 GVC
程度上升可以通过降低企业能源投入强度来提升企业的环境绩效，即投入结构转型效应存在。根

据理论分析，无论嵌入 GVC 是通过生产转型还是倒逼机制降低企业的能源投入强度，都依赖于中

国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和中间品对能源的替代。②劳动力比较优势是投入结构转型效应的根源，而

促进企业使用中间品特别是进口中间品替代能源消耗，是嵌入 GVC 降低企业的能源投入强度的主

要途径。关于上述论断是否成立，目前还没有文献直接对嵌入 GVC 如何影响企业的能源投入强度

进行讨论。仅有少量研究发现嵌入 GVC 可以降低行业和企业的能源强度，但未能充分解释其背后

的机理（白俊红和余雪微，2022；Hua et al.，2022）。为此，下文进一步分析了嵌入 GVC 影响企业能源

投入强度的具体途径。

3.对投入结构转型效应的再检验：进口中间品替代能源消耗

表 3 报告了对嵌入 GVC 降低企业能源投入强度具体途径的检验结果。其中，第（1）、（2）列为进

口中间品替代能源消耗的检验结果，被解释变量为能源消耗与进口中间品之比（lnEne/Im_input）。

虽然第（1）列的结果显示，嵌入 GVC 程度上升可以显著降低企业的能源消耗与进口中间品之比，但

并不能保证嵌入 GVC 可以促进企业使用进口中间品来替代能源消耗。上述结果可能是由企业使

用进口中间品替代能源消耗导致的，也可能只是在能源消耗比例不变的情况下，由企业使用更多的

进口中间品来替代国内中间品和资本等初始要素导致的。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文进一步加入中

间投入/总投入（lnIT）和能源消耗/国内中间投入（lnEne/D_input）两个控制变量，以消除“其他初始要

素的影响”和“国内中间品的影响”。结果报告在第（2）列，gvcpa 的估计系数仍显著为负，表明嵌入

GVC 促进了企业使用进口中间品来替代能源消耗。第（3）、（4）列报告了国内中间品替代能源消耗

的估计结果，被解释变量为能源消耗与国内中间品之比（lnEne/D_input）。第（4）列的结果显示，在

①　对技术溢出和风险传导的具体检验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附件。

②　对投入结构转型效应中生产转型和倒逼机制两条渠道的进一步讨论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
ciejournal.ajcass.org）附件。

表 2 对技术效应、能源结构转型和投入结构转型效应的检验

被解释变量

gvcpa

控制变量

年份

企业

样本量

R2

技术效应

（1）
lnETs

0.0616
（1.6333）

是

是

是

47332
0.7865

（2）
lnRP

-0.0370***

（-5.9764）
是

是

是

47332
0.5643

能源结构转型

（3）
ES

-0.0138*

（-1.9534）
是

是

是

47332
0.8398

投入结构转型效应

（4）
lnEI

-0.2367***

（-4.7333）
是

是

是

47332
0.8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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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后，嵌入 GVC 并不能促进企业利用国内中间品替代能源消耗。综合表 3 的估

计结果可知，嵌入 GVC 主要通过促进企业使用进口中间品替代能源消耗来降低企业的能源投入强

度，进而提升环境绩效。

表 3 进口中间品替代能源消耗

被解释变量

gvcpa

lnIT

lnEne/D_input

lnEne/Im_input

控制变量

年份

企业

样本量

R2

进口中间品替代

（1）
lnEne/Im_input

-0.4277***

（-3.3087）
0.4366**

（2.1443）

是

是

是

45087
0.6926

（2）
lnEne/Im_input

-0.3286***

（-2.6888）
1.6477***

（7.5654）
0.8616***

（55.3500）

是

是

是

45087
0.7371

国内中间品替代

（3）
lnEne/D_input

-0.1150**

（-2.1527）
-1.4056***

（-8.9694）

是

是

是

45087
0.8680

（4）
lnEne/D_input

-0.0432
（-0.8513）
-1.4789***

（-9.6948）

0.1679***

（33.1282）
是

是

是

45087
0.8871

注：在计算国内中间品投入时，本文进一步剔除了贸易数据不符合现实的样本，所以观测值数量出现变动。下

表同。

4.进口中间品替代能源消耗：主动的污染外包还是产业分工的结果

前文的分析结果表明，嵌入 GVC 主要通过促进企业使用进口中间品替代能源消耗来降低企业

的污染排放强度。这一结论是否意味着中国企业通过全球分工主动进行污染转移，抑或仅仅是其

以劳动力比较优势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客观结果？中国同时期各城市间环境规制水平的差异，为

本文回答上述问题提供了良好的条件。①若在面临更强的国内环境规制时，企业嵌入 GVC 的投入

结构转型效应更强，并且更多地使用进口中间品来替代能源消耗，那就说明中国企业可能存在为规

避国内环境规制而主动进行的污染外包行为。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设定如下计量模型：

Ynt = β r
0 + β r

1 HRSct + β r
2 gvcpant + β r

3 HRSct × gvcpant + δr X r
nt + λt + μn + εnt （16）

其中，Ynt 为企业能源投入强度（lnEI）、能源消耗与进口中间品之比（lnEne/Im_input）、能源消耗

与国内中间品之比（lnEne/D_input）3 个变量的集合。当 Y=lnEI 时，控制变量 Xr与（13）式相同。当 Y

为 lnEne/Im_input 和 lnEne/D_input 时，本文进一步控制了表 3 中对应的混淆因素。HRSct 为城市 c 在

①　2010 年之前中国的环境规制政策主要以总量控制为主，而由于中国各个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

的差异，政府在下达减排任务时，常常对不同的城市和省份设定不同减排额度。例如，1998 年开始的“两控

区”政策，将全国 175 个城市划为酸雨控制区和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盛丹和张国峰，2019）；“十一五”期间

对不同省份制定的不同污染物总量控制计划（Shi and Xu， 2018）等，都有可能导致中国各个城市的环境规

制水平出现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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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t是否为强环境规制城市的虚拟变量，当城市的环境规制水平高于中位数时，HRSct 取值为 1，否
则取 0。环境规制水平的测算参照董直庆和王辉（2021）的方法，使用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中环保

词频占总词频的比例来衡量城市的环境规制强度。交互项的系数 β r
3 为本文主要关注的对象，体现

了环境规制水平对投入结构转型效应的影响。

表 4 报告了对（16）式的估计结果。第（1）列交互项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表明更强的环境规制增

强了嵌入 GVC 的投入结构转型效应，企业可能存在通过嵌入 GVC 规避环境监管的行为。但进一步

分析发现，第（2）列交互项的估计系数不显著，说明更强的环境规制并不能促进企业使用进口中间

品替代能源消耗，进行国际污染转移。可以认为，中国企业在嵌入 GVC 过程中使用进口中间品对

能源的替代，是基于比较优势接受国外产业转移的结果，而不是为了规避更严格的环境规制主动向

国外进行的污染外包。第（3）列对国内中间品替代的相关估计结果表明，投入结构转型效应在不同

环境规制水平下的差异，主要是由于在面临更强的环境规制时，嵌入 GVC 可以促进企业更多使用

国内中间品替代能源消耗。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可能是，大量中国企业在嵌入 GVC 过程中只是被

动地接受产业转移，而在进口中间品种类和数量的选择上缺乏自主权。因此，在面临更强的环境规

制时，企业倾向于使用更多的国内中间品，将污染转移到国内其他城市。

表 4 主动的污染外包还是产业分工的结果

被解释变量

HRS

gvcpa

gvcpa×HRS

控制变量

混淆因素

年份

企业

样本量

R2

污染转移

（1） 
lnEI

0.0160
（0.5184）
-0.1520***

（-2.7123）
-0.1549***

（-3.2967）
是

是

是

47332
0.8738

国际污染转移

（2）
lnEne/Im_input

-0.0839
（-1.1735）

-0.3080**

（-2.3170）
-0.0321

（-0.3097）
是

是

是

是

45087
0.7372

国内污染转移

（3）
lnEne/D_input

0.0301
（1.0010）

0.0329
（0.5866）
-0.1390***

（-3.0189）
是

是

是

是

45087
0.8872

综上，中国企业嵌入 GVC 的投入结构转型效应主要是国际产业分工的结果，而非企业为了规

避国内的环境规制而采取的主动污染外包。

5.稳健性检验

（1）遗漏变量问题。前文的研究中均控制了企业和年份固定效应，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遗漏

变量导致的估计偏误问题。但是考虑到在本文的研究区间内中国在对外开放、环境治理两个方面

都实施了多项重要的政策，为了排除政策干扰，本文进一步控制了可能直接影响企业环境绩效的相

关政策。首先，在基准模型中加入两控区趋势项、城市环境规制强度（同（16）式）以尽可能控制地区

层面的环境规制差异。同时，在基准模型中加入行业与年份的交互固定效应以控制国有企业改革、

外资改革和清洁生产标准执行等行业层面的政策冲击。控制同期政策影响后的估计结果表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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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核心结论依然成立。①另外，本文还采用 Oster（2019）提出的方法来对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问题

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本文的模型设定不存在严重的遗漏变量问题。

（2）反向因果问题。关于本文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问题，一个被广泛讨论的原因是，好的环境

绩效更有利于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对此，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来解决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问题。

借鉴已有文献从地理位置层面选取嵌入 GVC 的工具变量（余泳泽等，2019；宋跃刚和郝夏珍，

2023）。地理位置对于企业参与国际价值分工具有重要影响，又相对独立于企业的污染排放，满足

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和外生性要求。具体地，本文选取企业距离十大港口的最短距离作为工具变量，

同时为了解决地理位置的非时变性，最终使用最短距离倒数的对数和全球贸易总额的交乘项作为

工具变量。估计结果表明，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问题不足以影响本文的核心结论。另外，本文还参

考苏丹妮等（2020）的方法，选用县级 2 位码行业企业嵌入 GVC 程度的算术平均值作为工具变量进

行估计，并得到了类似的结果。

（3）替换解释变量。鉴于 GVC 贸易的特殊性，嵌入 GVC 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应该与仅考虑

进口或出口的情况有所不同。为了检验核心结论的代表性与稳健性，本文使用企业出口密度（出口

总额/总产出）替代基准模型中的嵌入 GVC 程度。估计结果表明，企业出口密度的提升并不能降低

企业排放强度，进一步证明本文核心结论的可靠性。

（4）替换被解释变量。为了进一步检验本文核心结论的稳健性和 SO2 作为主要污染物的代表

性，本部分分别以废水排放强度（WI）、二氧化碳排放强度（CI）、化学需氧量强度（CODI）、氮氧化

物排放强度（NOI）和粉尘排放强度（PI）作为环境绩效的代理变量进行回归。结果表明，嵌入 GVC
程度上升对另外 5 种污染物的排放强度都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另外，为了避免由代理变量选取引

起的估计偏误，这里进一步借鉴韩超和王震（2022）的做法，以 SO2 去除率作为减排技术的代理变

量。然后以劳动力平均工资（a_wage）和按照 GMM、OP、ACF 方法计算的企业综合全要素生产率

（φ）作为生产率的代理变量进行估计，结果表明，嵌入 GVC 对企业减排技术和生产率均没有显著

影响。

（5）扩展样本区间。受到微观企业数据质量的制约，并且为了排除 2008 年金融危机的影响，本

文的主要研究区间为 2000—2007 年。但考虑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不断变化可能对本文的主要

结论与核心机制产生影响，这里将样本区间扩展到 2013 年重新估计。结果表明，嵌入 GVC 对企业

的减排作用以及投入结构转型效应均有所减弱。这与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的不断减弱有关，符合

本文的核心观点。

（6）分样本回归。前文考察了企业嵌入 GVC 对所有企业环境绩效的平均影响效应和微观机

制，但没有对不同企业特征所导致的异质性影响进行讨论。这里从贸易方式、企业所有制、地理区

位和要素密集度 4 个方面检验了本文的核心结论对于不同特征的企业是否成立。结果表明，本文

的核心结论稳健。

五、进一步讨论：嵌入 GVC 环境效应的动态机制

前文系统地分析了嵌入 GVC 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平均影响及其微观机制，然而，除了企业自身

的减排行为之外，存续企业间市场份额的再分配以及企业进入退出的动态也是导致企业甚至整个

①　稳健性检验部分的估计结果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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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污染排放强度变动的重要途径（Cherniwchan et al.， 2017）。前文基于贸易企业样本的分析，仅

能说明嵌入 GVC 对贸易企业内部减排的影响，无法反映行业竞争环境变化对非贸易存续企业内部

减排的间接影响，以及嵌入 GVC 通过存续企业之间市场份额再分配、企业进入退出两个渠道降低

污染排放的作用。为了更全面地揭示嵌入 GVC 的环境效应，本部分运用计量模型进一步探讨了嵌

入 GVC 影响行业污染排放强度的动态机制。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本部分主要关注行业嵌入 GVC 对

行业内企业影响的动态机制，在下文的计量分析中均未控制企业固定效应，而是加入行业固定效

应，并且同时保留了贸易和非贸易样本。

1.嵌入 GVC环境效应动态机制的微观证据：集约与扩展边际

为了从微观企业视角研究嵌入 GVC对行业污染排放强度影响的动态机制，本文借鉴 Brandt et al.
（2017）的思路，构建了如下计量模型：

lnSInt = β ex
0 + β ex

1 entnt + β ex
2 exint + β ex

3 xgvcpait × entnt + β ex
4 xgvcpait × exint

+  β ex
5 xgvcpait × surnt + δex X ex

nt + λt + μi + εnt

（17）
其中，entnt、exint 和 surnt 分别代表新进入企业、退出企业和存续企业虚拟变量。xgvcpait 为 4 位码

行业 i 在 t 期的嵌入 GVC 程度，3 个交互项为此处关注的核心变量，其估计系数 β ex
3 、β ex

4 、β ex
5 分别捕捉

了行业嵌入 GVC 程度变动对新进入企业、退出企业和存续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的影响。X ex
nt 为控制

变量集合，在（12）式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入了行业市场份额（即 4 位码行业总产出/制造业总产出）。

表 5 汇报了（17）式的估计结果，第（1）列结果显示，ent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而 exi 的估计结果

不显著，表明在不考虑嵌入 GVC 的影响时，新进入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要低于存续企业，而退出企

业则与存续企业之间没有明显差异。交互项 xgvcpa × sur和 xgvcpa × ent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表明

行业嵌入 GVC 程度的提升可以通过改善存续企业和新进入企业的环境绩效来降低行业污染排放

强度。交互项 xgvcpa × exi的估计系数不显著，表明嵌入 GVC 不能通过企业退出的扩展边际影响行

业污染排放。这可能与企业的退出机制不完善有关（Brandt et al.，2017）。①对此，本文利用地区的

市场化程度来反映企业退出机制的完善程度，进一步探讨了企业退出机制的完善程度对嵌入 GVC
环境效应的影响。②

首先，按照市场化指数的大小，选取排名前 8 位的省份作为企业退出机制较完善的省份，包括

广东、浙江、福建、江苏、山东、上海、天津和海南，均为东部沿海省份，并且在后续年份中的排名较

为稳定。进一步地，仅保留企业退出机制较完善省份的样本重新对（17）式进行估计，结果报告在

第（2）列，存续企业（sur）和退出企业（exi）与嵌入 GVC 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这表明在企

业退出机制较完善的省份，嵌入 GVC 不仅可以通过集约边际影响行业的污染排放强度，还可以通

过提高企业面临的环境标准，使高污染企业不断退出市场来降低行业的污染排放强度。同时，

xgvcpa × ent的估计系数变为不显著，说明扩展边际的两个渠道间可能存在竞争关系。在退出机制

①　嵌入 GVC 对退出企业平均污染排放强度的影响，可以视为其对企业生存的最低环境标准的影响。若退出

企业的平均污染排放强度下降，则说明行业嵌入 GVC 程度上升提高了企业生存的环境标准，使得最污染的

企业不断退出市场。表 5 第（1）列的结果显示，嵌入 GVC 通过对新进入企业和存续企业的影响降低了行业

的平均污染排放强度，但退出企业的平均排放强度并没有相应下降，说明嵌入 GVC 程度的上升没能促使行

业中污染排放强度最高的那一批企业退出市场。

②　具体地，以樊纲等（2003）计算的 2000 年中国各地区市场化指数来衡量各个省份的市场化建设程度，该指

标主要考察了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国有经济规模、商品、要素市场的定价机制和金融、法律体系的

建设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一个地区的企业退出机制完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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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善的情况下，仅有新企业的进入可能会造成资源错配，企业退出的渠道应该更加有效。第（3）
列报告了企业退出机制不完善省份样本的估计结果，嵌入 GVC 仅对存续企业和新进入企业产生影

响，进一步印证了企业退出机制对嵌入 GVC 环境效应动态机制的影响以及扩展边际两个渠道间的

竞争关系。

2.对集约边际的进一步讨论：市场份额再分配与非贸易企业的减排

为了对 GVC 环境效应的集约边际进行进一步讨论，本文仅保留了 2000—2007 年的存续企业样

本。考虑到前文的分析中已经验证了嵌入 GVC 对贸易企业环境绩效的直接影响，本部分主要从企

业间市场份额的再分配以及对非贸易企业的间接影响两个方面分析。设定如下计量方程，检验

GVC 环境效应的市场份额再分配作用是否存在：

MSnt = β in
0 + β in

1 xgvcpait + β in
2 lnSInt + β in

3 lnSInt × xgvcpait + δin X in
nt + λt + μi + εnt （18）

其中，MSnt 为企业 n 在 t时期的市场份额（即企业总产出/4 位码行业总产出），模型的其他设定与

（17）式相同。估计系数 β in
1 、β in

2 分别识别了 xgvcpa、lnSI 对企业市场份额的影响，而本文主要关注交

互项估计系数 β in
3 ，以此识别 xgvcpa 对 lnSI 影响企业市场份额的调节效应。如果嵌入 GVC 环境效应

的市场份额再分配机制存在，则交互项 lnSI × xgvcpa 的估计系数 β in
3 应显著为负，即嵌入 GVC 程度

的上升降低了高污染企业的市场份额。表 6 第（1）列中交互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嵌入 GVC
可以通过市场份额再分配效应降低行业污染排放强度。

为了分析行业嵌入 GVC 程度上升对非贸易存续企业减排的影响，本文继续在存续企业样本的

基础上删除了直接参与贸易的样本。然后，以 lnSI 和 xgvcpa 为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进行回归。

表 6 第（2）列的估计结果显示，xgvcpa 的估计结果不显著，表明行业嵌入 GVC 程度上升并不能促进

非贸易存续企业减排。

表 5 嵌入 GVC动态机制的微观证据

被解释变量

lnSI

exi

ent

xgvcpa×sur

xgvcpa×ent

xgvcpa×exi

控制变量

行业市场份额

年份

行业

样本量

R2

全样本

（1）
-0.0218

（-0.8829）
-0.0742***

（-3.5241）
-0.3036***

（-3.6256）
-0.1680**

（-2.0143）
-0.1347

（-1.5609）
是

是

是

是

229675
0.3921

退出机制较完善省份

（2）
-0.0329

（-1.0627）
-0.1012***

（-3.3449）
-0.1898***

（-2.6290）
-0.0727

（-0.8952）
-0.2419***

（-2.7480）
是

是

是

是

115036
0.4086

退出机制不完善省份

（3）
-0.0269

（-0.9197）
-0.1225***

（-4.3612）
-0.3520***

（-2.9203）
-0.1927*

（-1.7045）
-0.0772

（-0.8681）
是

是

是

是

114497
0.3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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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市场份额再分配与非贸易企业的减排

被解释变量

lnSI

xgvcpa

lnSI×xgvcpa

控制变量

企业市场份额

行业市场份额

年份

行业

样本量

R2

市场份额再分配

（1）
MS

-0.0007**

（-2.0505）
0.0069

（1.5715）
-0.0023**

（-2.0124）
是

是

是

是

61741
0.4922

非贸易企业的减排

（2）
lnSI

-0.1491
（-1.3597）

是

是

是

是

是

43499
0.4381

六、结论与启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

关系。深度嵌入 GVC 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必然要求，厘清嵌入 GVC 的环境效应及其微观机制、准

确识别 GVC 分工对节能减排的协同作用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同时，对于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

增长，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至关重要。

本文基于中国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嵌入 GVC 程度的上升可以有效降低企业的污染

排放强度。机制分析表明，嵌入 GVC 主要通过投入结构转型效应，促进企业使用进口中间品替代

能源消耗，降低企业的能源投入强度，进而提升环境绩效。同时，由于存在“渠道竞争”和“风险传

导”，嵌入 GVC 通过技术效应促进企业减排的作用并不明显。进一步的调节效应分析发现，中国企

业嵌入 GVC 的投入结构转型效应，是基于劳动力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的结果，而非为了规避国

内环境规制主动进行的污染外包。动态机制的检验结果显示，嵌入 GVC 主要通过存续企业“内部

减排”“市场份额再分配”的集约边际和“清洁企业进入”的扩展边际降低行业排放强度。此外，在企

业退出机制完善的地区，还可以通过“污染企业退出”的扩展边际发挥作用。

为了充分发挥嵌入 GVC 对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协同推进作用，本文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以下

政策建议：①巩固拓展传统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同时加快新优势的培育和构筑。本文

的研究表明，嵌入 GVC 的环境影响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取决于中国的比较优势演进。在传统优势逐

步减弱的背景下，想要继续发挥嵌入 GVC 对环境和经济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中国需要通过加强人

才培养和引进、激励创新、完善产业生态等方式构建起以人力资本、技术、产业链配套等要素为核心

的新型比较优势。同时，新型比较优势的培育需要开放的环境，在当前全球价值链的快速重构期，中

国需要充分发挥现有比较优势，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 GVC 的恢复与重构。推动共建“一带一

路”高质量发展，积极寻求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顺应并抓住全球产业分工带来的

新机遇。②加快构建政策协同机制，激励企业减排投资与绿色创新。在投入结构转型效应的主导

下，参与国际分工的“渠道竞争”效应会抑制企业进行减排投资和绿色创新的积极性。但从长期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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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看，绿色创新才是解决污染问题的根本。对此，政府需要协调贸易、环境、财政和金融等政策，利用

绿色财政、绿色金融等措施缓解“渠道竞争”对企业绿色创新的负面影响。③加强环境治理的区域协

同，防范区域间污染转移。本文揭示出，参与国际分工可能会引起国内区域间的污染转移，从而削弱

嵌入 GVC 带来的整体减排效果。因此，应充分认识到区域间环境规制的差异可能对企业污染排放

产生的影响，将新发展理念贯穿于地方政府考核的全过程，引导各省市进行污染的协同控制与治理；

同时，制定针对污染转移的政策法规，并强化执法力度。④提升国际技术溢出吸收能力，加强产业链

供应链外部风险管控。本文研究表明，嵌入 GVC 对企业存在技术溢出作用，但其带来的效率提升可

能会被企业生产风险的上升所抵消。对此，政府需要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引导企业参与知识密

集型产业分工，在增强自身创新能力的同时，提升对国际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另外，还应当积极发

挥政府在供应链资源整合方面的作用，通过扩大企业融资渠道、推动内外贸一体化、建立信息共享平

台和供应链风险预警机制等措施，帮助企业管控和缓解外部生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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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lobal value chain （GVC） serves not only as a chain for global resources allocation but 
also as a chain for pollution generation and transfer. In the era of China’s extensive particip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fragmentation and the ongoing reinforcement of domestic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ccurately identifying the influence of GVC participation on pollution is important for 

China’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However， existing research on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GVC 

participation remains inconclusive. Specifically， previous studies primarily focus on the role of the 

technology spillover. Yet， they overlook the direct connection between pollution emissions and energy 

consumption， and more importantly， the impact of changes in input structures due to the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fragmentation on pollution emission intensity.

To bridge this gap， this paper develops a theoretical model that incorporates GVC participation， 

energy consumption， and firms’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we 
propose that GVC participation can affect firms’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through three channels： 

technique effect， energy transformation effect， and input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effect. Therefore， 

whether GVC participation increases or decreases firms’ pollution emissions depends on the compound 

impact of these three effects.

To empirically test our theoretical hypothesis， we analyze the matched data from the Annual 

Survey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ASIP） ， China Customs Statistics Database， and China’s 

Environmental Statistics Database （CESD） from 2000 to 2013. We find that， on average， the increase 

in the degree of GVC participation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pollution emission intensity of firms. 

Mechanism analysis reveals that GVC participation propels input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that is， 

encourages enterprises to substitute imported intermediate goods for energy consumption， thereby 

reducing the intensity of energy input and consequently improving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Meanwhile， due to the “channel competition” and “risk transmission”， the role of GVC participation in 

promoting emission reduction through the technology effect is not found. Further moderating effect 

analysis shows that more stringent domestic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do not motivate firms to 

substitute imported intermediate goods for energy consumption. This suggests that the input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effect resulting from Chinese enterprises’ GVC participation is a consequence of 

undertaking international industry transfer based on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labor， rather than 

intentionally engaging in pollution outsourcing.

Our findings have several policy implications. Firstly， it is imperative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GVC while accelerating the cultivation of new comparative advantages. Secondly， there is a need to 

enhance policy coordination to incentivize green innovation among firms. Thirdly， heightened efforts 

are essential to strengthen regional coordination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Lastly， there is a call for 

reinforcing external risk management within both the industrial chains and supply chains. In sum， we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framework for guiding policy decisions and foster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xt of GVCs.

Keywords：： global value chain； energy consumption；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put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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